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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比我国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认为在 “人口红利”后期，

我国以劳动密集型模式为主的经济发展与生育率降低、劳动者素质上升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导致了我国“民工荒”与大学生 “就业难”并存的矛盾现象。随着生育率下降，我国年轻

劳动力比例逐渐下降，同时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使年轻劳动力中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数快速增

加，而使得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相对短缺; 然而劳动密集型企业在我国依然占大多数，他们

对年轻体力劳动者需求量大而对年轻脑力劳动者需求量小，这就造成了 “民工荒”与大学

生“就业难”并存的局面，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早日实现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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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comparing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statu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Asian countries
and districts，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the cause of the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tough job
martket for college graduates in China is the disagreement betwee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and fertility decline，and the improvement of labor quality． With the decline of fertility，the
working-age population has been aging and the proportion of young labors has been declining．
Besides，the devleopment of the college education has given rise to even fewer young blue-collar
workers． Nevertheless，the laobr-intensive enterprises，which still account for the most in China，

still prefer the young labors． This contradiction leads to the shortage of migrant workers and the
tough job martket for college graduates in China． The transfort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n China is the key to this problem．
Keywords: fertility decline; quality of labor;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3·



一、引言

“人口红利”一直是学者在分析战后亚洲国家的快速经济增长时所围绕的重要话题。“人口红利”
所提供的发展机会窗口，不但成就了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曾让世界瞩目的 “东亚奇迹”［1］，而且还促

使我国经济在改革开放 30 年间达到世界少有的年均 9. 8% 的增长速度［2］。生育率下降、劳动力素质

提高和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推动着社会经济的长期发展。
尽管“人口红利”推动了经济增长，但是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程度却有很大差异。

日本是亚洲最早实现人口转变和经济腾飞的国家，“人口红利”也出现得最早，经过持续了近 60 年

的人口红利期后，其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突破了 25000 美元，然而

人口红利期的结束并未阻碍其发展的步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10 年日本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

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了 30000 美元。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人口红利期的出现早于中国内地，

但晚于日本，现处于人口红利期的末期，2010 年经购买力平价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韩国超过了

27000 美元，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分别超过了 50000 美元和 40000 美元。这些创造了 “东亚奇迹”的国

家和地区在结束人口红利期或是在人口红利期末期依然能够保证经济较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

高。反观我国内地，在这一发展机会窗口即将关闭之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还未达到 7000 美元，却

出现了不少的经济社会问题，近年来，更是在全国范围出现了 “民工荒”和大学生 “就业难”的矛

盾现象。随着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倒闭和劳动力用工成本的提高，社会各界开始担心我国的经济增

长会出现迅速放慢甚至停滞的现象，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的问题也逐渐成为社会热议的话题。
蔡昉认为，“民工荒”现象是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和刘易斯转折点到来的表现，我国劳动力市场的

供求关系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3］; 刘尔铎则认为，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包括地区结构、产业结

构等的结构性短缺，并非是劳动力总量的问题［4］; 章群等人从农民工的角度出发进行分析，认为这

是他们对自身素质提高而待遇不见高、生活成本提高而工资不见高的权益诉求［5］。而出现大学生

“就业难”问题的原因有我国高校扩招使得大学生人数激增，就业竞争加剧［6］; 高校的培养模式存在

问题，大学生自身就业观与现实脱节; 等等［7］。
但是已有研究大多单纯从我国劳动力数量变化的角度来分别分析“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问

题，并没有将这一矛盾现象结合起来分析，也未将我国人口变化、社会变化等因素考虑进来，更是很少有

研究能够参照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的经验，探究其经历了相似的发展过程却并未出现类似问题的原因。
同是抓住了人口机会窗口的机遇，为何在这一机遇逐渐消失时，有些亚洲国家和地区达到了较高的经

济水平并且维持着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而我国却出现了众多经济、社会问题呢? 本研究对比了我国与亚

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状况，指出当前我国出现民工数量短缺与高校毕业生“毕业即失业”这一矛盾现

象的主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长期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与不断发展的人口形势、生育率

的下降不协调，和劳动力素质提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造成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

二、经济发展模式与生育率下降不协调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随着世界各国社会与经济各方面的不断发展，以及直接影响

着人口数量与质量的医疗技术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全球的生育水平一直不断下降。众多发展中国家的

总和生育率不断接近更替水平，许多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更是长期维持在更替水平之下。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香港的经济进入平稳发展时期，生育水平也开

始稳步下降。从图 1 可以看到，近 30 年来，随着人均 GDP 的升高，总和生育率出现快速下降，图中

线性模型反映两者呈明显负相关，系数约为 － 0. 7。而经测算，1980 ～ 2009 年，日本、新加坡、韩国

和中国香港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购买力平价后，每提高 1%，对应总和生育率降低 0. 0112。这与其

他欧美发达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的经济增长和生育水平下降的经验关系相符。据蔡泳计算，世界各国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与生育率呈负相关 ( 系数为 － 0. 8) ［8］。因此，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期，社会经济

的发展与生育水平的降低之间的相关性是毋庸置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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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1980 ～ 2009 年日本、新加坡、韩国和

中国香港经济发展与生育率的关系

数据来源: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R］．

但是我国总和生育率的下降与欧美发达国家、亚

洲的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不是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相协调的自然地下降，而是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策的

影响。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经历了至少一个世纪的时

间，而我国却只经历了 15 年左右的时间［9］。虽然对

于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究竟有多高，目前仍然存在争

论，但各方普遍认为低于 1. 8。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

数据，西方发达国家中，当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超过 26000 美元 ( 相当于对数值为 4. 41) 时，总和生

育率开始下降至 1. 8，法国的总和生育率达到 1. 8 时

为 23804 美元，英国为 17549 美元，对数值分别为

4. 38 和 4. 24。我国 2010 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经购买力平价后只有 6816 美元 ( 对数值为 3. 83 ) ，

远远低于英、美、法三国，不到韩国 1984 年的水平，甚至还不到 1980 年日本、新加坡和中国香港水

平的一半。从城市化率看，我国 2011 年的城市化水平刚超过一半，而新加坡一直是城市国家 ( 城市

化率为 100% ) ，中国香港在 1976 年的城市化水平超过了 90%，在 1995 年就实现了完全城市化，日、
韩在 1983 年的城市化率都超过了 60%，其现在的城市化率更是远超我国。

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因为生育率的快速下降，在短时间内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其变化的程度超过了

发达国家和地区过去的经历。抚养比的快速下降和充足的年轻劳动人口使我国一跃成为 “世界工

厂”，并成为金砖国家之一。我国在短时间内发展了大量由低劳动力成本促成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促

使我国改革开放 30 年来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增长的持续时间都超过了日本和 “四小龙”所创造的纪

录。但是，这种急剧的生育率下降，不仅带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也留下了人口老化的巨大压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目前的人口年龄结构会经历一个逐渐老化的过程，经济发展模式若是一成

不变，肯定会与劳动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相脱节，各种经济社会问题必然会出现，经济体原本的发展

速度必然无法维持。
图 2 清晰地显示了我国劳动年龄人口的老化过程。在人口惯性的作用下，我国 20 世纪 60 年代的

生育高峰使得我国 25 ～ 35 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在 2000 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中显得极为突出，但到

了 2010 年，这批劳动力的波峰后移，逐渐步入了中年期，而青壮年劳动力人口则明显萎缩。虽然在

劳动力人口计算上，40 岁以上的体力劳动者被算入劳动者中，但是他们已无法完成高强度的体力工

作，也不具有再找到脑力工作的技能。在劳动力人口老化的背景下，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坚持只使用

劳动力最年轻时期的浪费型用工模式，致使这些产业无法像以往那样轻易地招到廉价的年轻体力劳动

者，导致了近年来的“民工荒”现象［10］。

图 2 我国 2000 年与 2010 年劳动年龄人口 ( 15 ～ 64 岁) 金字塔

资料来源: 五普和六普中的全国分年龄、性别人口数据。

从图 3 中可以看到，2000 ～ 2010 年的劳动年龄人口中，40 岁以上的劳动者比例不断增加，今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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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我国 2000 ～ 2020 年 15 ～ 29 岁和 40 ～ 64 岁

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 ( 15 ～ 64 岁) 百分比

资料来源: 联合国人口司．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2010 版; 死亡模式采用寇尔德曼模型生命表西区模式。

十年这一比例还将进一步上升，2015 年以后其占

所有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接近 50%，而年轻劳动

力人口占劳动年龄人口的比例不断下降，2015 年

以后的下降趋势甚至将更快。经济的发展不可能

长期依靠资本投入，劳动者的智慧才是创造财富

的源泉，才是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若劳动密集

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不能够及时转变，年轻劳动力

的短缺将更加严重，经济增长方式滞后于生育率

变化的现实将更明显地显现出来。
然而，生育水平快速下降与经济发展相脱节

的问题在我国一直存在着，只不过长期以来的高

速经济发展掩盖了这一问题。我国沿海发达地区

生育水平下降较快、时间较早，在 20 世纪末就已

经出现这一问题。但由于当时我国各地生育率下降的先后时间不同、程度不一，生育率下降速度较慢

的地区还富余着大量年轻劳动力，他们从劳动力充裕地区流向生育率较低的地区，形成“民工潮”，

缓解了着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经济发达地区本土年轻型劳动力短缺的状况。现在，全国生育率全

面下降，而各地的经济发展都需要有充足的劳动力，流动人口对地区间劳动力数量差异削峰填谷的作

用越来越弱，使得“民工潮”演变为“民工荒”。因此，从我国不断下降的生育水平及其所致的劳动

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看，我国应尽快完成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三、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力素质提高相脱节

我国现在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不但与生育率的降低、劳动人口年龄老化的人口发展

图 4 1995 ～ 2010 年我国普通高等教育招生人数

资料来源: 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 2011 ［M］．

北京: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1。

相脱节，也与我国教育事业的迅速发展、劳动力素

质不断提高的社会现实相脱节。
尽管我国 2010 年的劳动年龄人口金字塔底部在

20 ～ 25 岁年龄段形成一个小波峰 ( 见图 2) ，但是这

并不能解决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招到足够人手的问

题。因为我国近年来高校扩招、高等教育事业发展

迅速，初次职业分流增加了年轻脑力劳动者的数量，

从而更进一步减少了从事体力劳动的年轻劳动力。
从图 4 中可以看到，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普通高

校招生人数急剧上升，近几年更是超过了 600 万人，

接近 700 万人，这使得原本绝对数量就因人口转变

而减少的年轻劳动力人口中，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数

进一步降低。低成本的年轻体力劳动者的数量大大减少，而滞后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使得劳动密集型

企业的数量依然庞大，进一步加剧了“民工荒”的状况。在生育率下降和教育事业发展的大背景下，

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近年来，众多加工型的中小企业的倒闭正印证了这一点。
亚洲“四小龙”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能在利用 “人口红利”创造了 “东亚奇迹”之后，依然

保持比较快的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这些国家和地区成功地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使其

与新加入劳动力大军的人口数量不断下降、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的社会变迁相适应。
“四小龙”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也是利用 “人口红利”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实现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创造了 “东亚奇迹”。而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这些国家和地区看准发展契

机，迅速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完成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根据仉建涛整理的以往测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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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 1993 年，“四小龙”的经济增长已经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的增加转变为依靠要素产出率

的提高，而劳动生产率的快速提升是促成其要素产出快速提高的最主要原因。该时期，要素产

出的提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新加坡为 62% ，中国台湾和香港均超过一半，韩国在 1994 年

超过了六成［11］。图 5 清楚地显示了中国香港、日本、新加坡和韩国的劳动生产率在 1980 ～ 1995
年的飞速增长。

图 5 1960 ～ 2010 年中国与亚洲四个国家和地区

的劳动生产率比较

数据来源: 劳动生产率根据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World
Bank 提供的 1960 ～ 2010 年各国 GDP ( 美元) 以及 15 ～ 64 岁劳动年

龄人口粗略测算; 由于缺少中国台湾的数据，因而此图并没有描绘

其劳动生产率的变化。

事实上，我国的劳动力素质在 30 年

的经济发展中得到了巨大的提高，随着我

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我国普通本专科毕业

人数 30 年来已经增长了近 40 倍 ( 见表

1) ，但是相比其他亚洲国家，我国劳动者

的生产效率却依然很低，其主要原因就在

于我国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无法适应劳动

力素质的快速提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的研究结果显示，1978 ～ 2003 年，劳动力

因素对我国经济的贡献率还不到 11%，而

且分阶段看，后一阶段的劳动贡献率还低

于前一阶段，由 1985 年以前的 13% 左右

下降到 1990 ～ 2003 年的 5%以下［12］。王文举和范合君对 2002 ～ 2005 全国经济增长因素分解后发现，

劳动贡献率和技术进步贡献率仅分别为 7. 79%和 5. 55%［13］。

表 1 1980 － 2010 年我国普通本、专科毕业人数增长状况

年份
普通本、专科毕
业人数 ( 万人)

普通本、专科毕业人数增长
指数 ( % ) ( 1980 年 = 100)

1980 14. 7 100. 00
1985 31. 6 214. 97
1990 61. 4 417. 69
1995 80. 5 547. 62
2000 95. 0 646. 26
2005 306. 8 2087. 07
2010 575. 4 3914. 45
数据来源: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滞后不但使我国现

存的众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难以维持，而且导

致我国现有的大量有能力的高校毕业者高才

低就、无法“人尽其才”。据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出版的 《2012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

告》，2011 届全国 608. 2 万名大 学 毕 业 生

中，有 70 万人 “学非所用”。这不仅造成

了教育资源投资的浪费，而且导致了近年来

高校毕业生找工作难的现象［14］。学者黄国

华通过将劳动者的实际收益作为市场给人力

资本的价值估价，并利用人口普查中的人口年龄、性别以及受教育程度的数据估计了我国培养的人才

所实现价值的变化 ( 由于数据限制，这里用于计算实现的人力资本价值年均增长率的年份并没有与

教育普及率年均增长率的年份完全相同，但相差不多) ［15］。从表 2 中，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内地中等

及以上教育普及率的年均增长率与其他四个国家和地区差不多，甚至还比中国香港高出一些; 但是我

国所实现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是最低的，“四小龙”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人力资本价值年均增

长率都达到了 1%及以上，而我国内地的人力资本年均增长率只有他们的一半，甚至更低。我国存在

的大量潜在人力资本难以实现其价值。

表 2 中国内地及四个国家和地区所实现的人力资本价值增长速度
地区 中国内地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新加坡 韩国

实现的人力资本价
值的年均增长率

0. 005 0. 011 0. 011 0. 019 0. 010
( 1990 ～ 2000) ( 1978 ～ 1998) ( 1978 ～ 1998) ( 1978 ～ 1998) ( 1978 ～ 1998)

中等及以上教育普
及率年均增长率

0. 040 0. 039 0. 040 0. 060 0. 043
( 1990 ～ 2000) ( 1966 ～ 1991) ( 1966 ～ 1990) ( 1966 ～ 1990) ( 1966 ～ 1990)

数据来源: 黄国华． 人口资本与经济增长: 对中国的实证分析 ［J］． 经济经纬，2005，( 6) 。
注: 括号内为年份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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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说，虽然我国劳动力素质已有了极大的提高，但这并不表明劳动生产率就必然会提高，这

两者中间主要的影响因素就是经济发展模式。我国的经济体现在依然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经济发

展模式转型滞后。这就使得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只能是潜在的人力资本，而并非能实现其应有价值的

人力资本。因此，从解决毕业生就业问题、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经济发展模式转型迫在

眉睫。而且，从图 5 中也可以看到，我国现在的劳动生产率已经达到了其他几国和地区经济发展模式

开始转型时的劳动生产率水平，我国经济发展模式更应在此时实现转型。

四、我国劳动力并不会短缺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我国年轻劳动力数量减少的趋势在一定时期内不会改变，但是这并不意味着

我国劳动力数量会急剧短缺。根据 2010 年联合国人口司的数据，我国 15 ～ 64 岁劳动年龄人口为 9. 7
亿，比所有发达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总和还要多，接近世界人口的 1 /7。人口数量下降、劳动力数量

减少是人口转变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在如此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已经提高的劳动力质量不断替

代劳动力数量的情况下，数量减少并不意味着数量短缺。人口转变已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契

机，现在的人口形势也正在敦促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发生转变，迈入更高层次的发展阶段，我国亟须

转变经济发展模式以继续维持现有社会经济的发展。
那么，随着社会经济今后继续高速发展，我国的生育水平是否也会与其他亚洲国家和地区一样，

出现在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之后继续下降到较低水平的状况，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增加 10%
( 我国近几年人均 GDP 经购买力平价后的大致增长速度) 对应总和生育率下降 0. 112; 这会不会使得

在未来几十年，在即便有新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劳动力素质提高相契合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体也因为

劳动力绝对数量过少而发展减速呢? 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我国生育水平快速下降的状况与欧美发达国家、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同，我国人

口转变的实现并不单纯受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作用，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我国的生育政策导致的。
前面已经说明，基本上，发达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两万美元左右时，总和生育率才下

降到 1. 8 左右，比我国当下水平高出许多。若直接将发达国家的生育水平随社会经济发展下降

的速度应用到我国现在的情况，而不考虑经济发展水平的绝对差距，认为我国的总和生育率将

在短期内下降到极低水平是缺乏证据的。此外，从现在欧美发达国家的状况看，大部分高收入

国家的总和生育率略有回升之势，而且一直在 1. 8 左右波动，并没有下降到 1. 3 左右的超低生

育水平，总和生育率达到极低水平的也只是个别现象 ( 见表 3 ) 。

表 3 世界及部分国家的生育水平比较
年份 世界 高收入国家 美国 英国 法国

1980 3. 70 1. 94 1. 84 1. 89 1. 85
1990 3. 24 1. 83 2. 08 1. 83 1. 77
2000 2. 68 1. 70 2. 07 1. 64 1. 89
2009 2. 47 1. 74 2. 05 2. 00 2. 00

数据来源: 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R］．

其次，我国各地的发展状况和

生育观念差异较大，只有个别地区

( 如北京、上海、江苏等) 才出现超

低生育率的状况，大部分地区居民

的生育意愿依然不低，事实上我国

目前的生育水平在很大程度上还是

受控于我国的生育政策。根据陶涛和杨凡的测算，若没有生育政策的作用，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从 1972 年到

2008 年会一直处于较为平缓的下降过程，即使到 2008 年也仍然在更替水平以上，一直高于中国的实际总和

生育率［16］。
再次，随着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和调整，可以生育二胎的人群和地区逐步扩大 ( 如夫妻双

方都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状况，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可生育二胎的状况) ，会将仍然束缚

在政策下的生育意愿解放出来，从而避免极低生育率的出现。
因此，虽然我国的总和生育率早已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但这一下降过程却是受到了政策因素和社会

经济发展因素的双重影响。随着近年来我国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生育水平可能会有所回升。并且，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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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到较高水平之前，其对我国总和生育率产生的负面影响不会达到图 1 显示的其他几个亚

洲国家和地区的水平。因而我国生育水平在可以预见的范围内并不会走向超低生育水平。

五、结论

我国近年来“民工荒”和大学生“就业难”矛盾现象的产生，源自于我国独特的生育水平下降

过程和超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且对我国今后的社会经济发展还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与我国的生育水平降低、劳动力素质升高的社会现实相脱

节，造成我国出现了不同于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是逐渐累积起来的，但是

在过去，地区经济发展差异造成的大量流动人口，将低生育率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的问题掩

盖了。随着全国社会经济全面地发展，全国性的生育水平下降，使这一长期积累的问题在短期内爆

发，进而导致了众多劳动密集型企业纷纷倒闭。此外，我国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使得高水平的年轻脑

力劳动者在数量和比例上迅速增加; 但劳动密集型企业缺乏的是体力劳动者，无法吸收如此大量的脑

力劳动者，使得这些潜在的人力资本也难以实现其价值。
这两方面的脱节，导致了我国近年来劳动力市场上招工难与高校毕业生就业难并存的状况; 这两

方面的脱节，都源自于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滞后性。随着我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老龄社会将加速

到来，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滞后的问题若不能尽早解决，极有可能引发一系列其他社会经济问题。为实

现我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发展，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迫在眉睫。
此外，由于我国现在的人口基数大，劳动力数量虽然会下降但绝对量依然庞大，而我国的生育政策也

在不断地进行调整，今后的生育水平将不会在短时间内下降到极低水平。同时，随着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

高素质的劳动力能逐步发挥质量对数量的替代性，我国有可能避免劳动力严重短缺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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